
 

高学历追逐会推动技术创新吗？

丁    重1，邓可斌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对中国技术创新“迷失”的理论探讨，一般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不足或组织制度的不足两

个方面，但这些理论研究都缺乏经验证据的充分支持。文章以我国近年来热度不减的考研为切入

点，构建了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对高学历追逐意愿是否能够推动技术创新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1）高学历追逐对于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对企业

的支持而间接产生的。（2）高学历追逐热度与政府对企业支持的交互作用，还部分增加了政府支持

对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并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这意味着在追求高学历的地区文化

氛围下，企业可以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充分发挥其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从而推动地区生产效率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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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以考研为代表的高学历追逐热度持续升温，2017 年考研人数已突破 200 万。①与此

同时，公务员报考热度也不断上升。这自然让我们产生一个问题：高学历追逐热度上升是否有利

于推动我国的技术创新?直觉上，有更多的人希望成为高层次专业人才，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

愿意积极地投身到技术创新中，但也可能仅仅是追求高学历以获得更好的职场升迁机会。相对

而言，前者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高学历追逐热度上升能发挥出的正面作用。对此进行系统研究，

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遵循已有研究思路，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的缺失，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地

区文化土壤虽然能够产生专业人才，但专业人才没有愿望或能力推动技术创新；二是尽管培养

了有愿望、有能力推动技术创新的专业人才，但由于社会组织体系（主要是企业组织体系及相应

的激励机制等）存在问题，从而切断了专业人才与创新的联系（Acemoglu 等，2005）。事实上，已有

相关文献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张宇燕和高程；2005）。

从经济学角度对创新人才缺乏和创新组织问题展开的诸多讨论，为“创新人才培养存在先

天不足”和“组织制度存在不足”两类观点分别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持（姚洋，2003；张宇燕和高

程，2005），也大大促进了以上问题的研究进展。然而，目前这些研究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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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中国教育在线网站：http://www.eol.cn/html/ky/b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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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缺乏和实证研究设计的困难，研究往往缺乏经验证据的充分支持，从而使得规范分析陷

入了僵局。本文试图打破这一僵局，提供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构清晰的经验证据，进而判断究

竟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土壤原因，还是组织制度的原因导致技术创新不足，抑或是两者兼具。

我们基于我国各省份各年硕士研究生报考热度数据，①运用手工采集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设计了两组稳健的省份-年度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连续变量指标和虚拟变量指标），并结合中国

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专利申请强度数据，研究发现：（1）高学历追逐热度的上升

促进了技术创新投入，即高学历追逐热度越高的地区，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也越大。（2）高学历追

逐热度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而实现的。为排除省份其他特质

因素对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的干扰，我们引入双盲对照 Placebo 检验；为控制内生性，我们借鉴

著名的“大米理论”而引入了工具变量。这些检验结果均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考研目标：行政人才与专业人才

1. 行政人才目标及其与教育的紧密关联。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考研是为了成为行政人才，或

者说成为公务员。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思想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并认为其严重损害了创

新的动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说。在古代，只有通过

科举考试成为举人或进士，普通老百姓才有机会通过从政晋升到社会上层。同时，在职官员也想

方设法提升学历以便晋升。②可见，以往研究至少已充分表明行政人才目标与教育理论上存在着

紧密关联。即使是现代，学历也仍然是官员晋升的重要门槛。在 20 世纪 80 年代，钱学森曾经对

我国干部的学历提出构想−到 2000 年，中国所有干部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县级所有干部

必须要有硕士学历，而省级和部级以上干部必须拥有博士学历。虽然他的设想没有完全变为现

实，但干部学历的不断提升已成为中国近年来官员晋升的一大趋势。现有文献也表明，在中国高

学历对于成为行政人才的重要程度越来越高（Guo，2005）。

2. 教育与专业人才路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除了行政人才路径外，专业人才路径已经悄

然成为中国大众提升自己的一条重要路径（Walder，1995；Walder 等，2000）。③而教育也已经成为

专业人才成长的决定因素（Walder，1995）。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中国资源分配

渠道的改变，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样行政权力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人

力资本和专业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发

挥作用，并有机会成长为专业人才。在经济转型关键期，教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力资本的一个

重要因素，并且教育作为资源所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高（Zhou，2000）。那些受过更多教育并且在

专业上具有很高声望的人逐渐成为其所在行业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往往在其专业上具有

很强的创新能力。

（二）人才目标、政府的支持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根据已有文献，高学历人才的培养主要沿着两条相互独立的路径进行：一是拥有权力和声

望的官员（行政人才）；二是基本上不具有权力的专业人才（Szelenvi，1982；Walder 等，2000）。如果

丁    重、邓可斌：高学历追逐会推动技术创新吗？

①本文的各省份分析数据没有包括港澳台地区。

② 即使像左宗棠这样名满天下的武臣，为了“入阁”（其实就是升官），在到了 40 岁考取进士还无望的情况下，最终还是想方设法让朝廷

补授了个同“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参见[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6 卷，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268 页。

③Walder（1995）在文献中指出，专业人才所涉及的职业主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科技管理人员、医务人员、社会科学家、律师、教师、艺术

家、职业运动员、艺术和音乐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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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才和专业人才的成长路径相互分离，那么两类人才目标可以遵循以下互不交叉的路径实现：

然而，由于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政企纽带（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普遍存在，问题就变得有些

复杂。企业高度依赖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已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发展与专业人才成长的一种独特

组织制度，也是学界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政府“援助之手”的一个重要视角（Shleifer 和 Vishny，

1994）。就中国情况而言，无论是进入政府部门还是进入企业，高学历人才都可以找到成为行政

人才或专业人才的路径。以行政人才为目标的高学历者，不一定选择进入政府，也可以在企业中

借助自己的管理能力成为高管，再晋升到政府部门。同样地，以专业人才为目标的高学历者，也

可以先进入政府部门，再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进入企业成为高管。比如，Fan 等（2007）的研究就

发现，在中国进行了部分股权改革企业的 CEO 中，有将近 27% 的 CEO 以前是政府官员或现在就

是政府官员。

企业得到政府的支持，既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技术创新环境，但也可能会减少企业自身的创

新动力，从而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是

否能够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企业如果能够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去获得更多资

源（如银行贷款）（Khwaja 和 Mian，2005），企业就能获得一个稳定的高利润，取得良好的短期经营

绩效（Khwaja 和 Mian，2005；Li 等，2008）。这样，企业一方面可能会消除了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

的担心，更多地投入到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可能沉迷于短期高利润，不再愿意承担技术创新的

高风险，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下降，从而减少企业创新投入。此外，政府扶持多的企业往往会追求

更高的政治目标，导致经营效率下降（Shleifer 和 Vishny，1994）。并且，当行政人才主导了企业投

资和社会发展时，投资的效率可能会相当低下（Acemoglu 等，2011）。

（三）中国的人才成长路径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政府的扶持（以政企纽带为表征）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典型组织机

制，并通过图 2 勾勒出中国的人才成长路径。

图 2 中，专业人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直接路径，即直接从事或

指导创新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二是间接路径，即通过建立政企纽带，获取一定的政府支持，再投

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

晋升成长

技术创新

行政人才

专业人才

教育

教育

人才成长的两类路径

图 1    互不交叉的两类人才成长路径
 

行政人才晋升成长政府部门教育

人才成长的两类路径 政企纽带

教育 企业部门 专业人才技术创新

图 2    交叉的人才成长路径及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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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技术创新。①因此，政府的扶持对于高学历追逐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就有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三、高学历追逐热度的度量

基于以上分析，并反复考量数据的可得性与合理性，我们采用每个省份每年报考全国各高

校和研究机构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与该地区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这个省份的高学历

追逐热度。②我们对这一指标进行了反复考量，认为它是现有数据可得性约束条件下，较为合理

的一个指标。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由于本文需要将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数据和企业数据进

行匹配，而很多企业数据在 2003 年后才完善（如企业创新投入数据）。③第二，我国本科录取名额

是分省份设定的。虽然本科录取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追求学历的热度，但本科录取率

更多反映的是教育资源的差距，很难反映各个地区的主观追求学历的愿望；因此，我们没有采用

本科录取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追求学历热度的指标。而硕士研究生不存在分省份设定名额的问

题，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指标都向全国开放。第三，我们的指标样本期为 2005−2012 年，这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生活压力对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测度指标的干扰。人们选择考研，往往有两

种可能的原因：一是不考研难以解决生活困难，即考研是摆脱生活困境的有效路径；二是虽然不

存在生活困境，但希望通过考研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显然，只有后者才与地区高学历

追逐热度有着紧密联系，而前者的存在会对指标测度带来干扰。2005−2012 年间，我国的经济增

长持续向好，④大学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就业率均呈现相对较好态势，而且本科生

就业率和硕士生就业率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⑤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弱第一种原因对指标

的干扰。

因此，在数据可得性约束的情况下，本文构建的这一指标能够较为合理地度量出一个地区

的高学历追逐热度。在本研究中，由于 2005 年之前很多省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的数据很难通

过网络搜索到，而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发布 2012 年以后各省份每年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的数据，所

以我们使用的是 2005−2012 年的数据。如前所述，使用这一样本期的数据，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减少大专和本科学历人群因就业难而考研的情况及其对指标合理性的干扰。

各省份每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的数据，我们通过各主要相关网址手工收集得到，并反复

核实。⑥各省份每年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05 年和 2006 年，分

别有 4 个和 5 个省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无法获得，所以 2005 年和 2006 年共有 27 个和 26 个省

份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数据。最后，我们共得到 2005−2012 年各省份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

丁    重、邓可斌：高学历追逐会推动技术创新吗？

① 当然，图 2 中也可能存在技术创新与人才成长的反向因果关系。比如，技术创新强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氛围可能更浓厚。但是，逻

辑上这种反向因果关系不会通过政企纽带变量进行传导。比如，当地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并不会使得人们更愿意通过政企纽带来强化考研氛围。

② 报考人数指的是每个省份每年报考全国各地所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硕士研究生人数，而非报考每个省份内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

这样处理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地区人群成为“人才”的主观意愿，同时避免指标受到本地区招生人数的影响。

③2003 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 613 万人，高校录取人数（包括本科和高职）为 382 万人，录取率为 62.3%；2014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

939 万人，本科生招生人数为 363 万人，本科录取率为 38.7%。数据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4-06/07/content_2696148.htm。

④尽管在 2008 年经济出现了短暂的下滑趋势，但“4 万亿”政策的出台又迅速扭转了该下滑趋势。

⑤ 可查阅各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编著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以 2009 年为例，硕士生的初次就

业率为 81.2%，本科生为 79.6%。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硕士生的起薪明显高于本科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因为只要专科生或本科生的

就业率未处于困难水平，且起薪水平高于避免“生活困难”所要求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排除考研是“为生活所迫”的假设。

⑥ 数据从以下网址中搜索整理：中国考研网：http://www.chinakaoyan.com/info/article/id/17555.shtml；在职研究生网：http://zzy.22edu.

com/shanxizaizhi/xianligong/226383.html；青年人网：http://www.qnr.cn/stu/tuofu/zs/dt/201011/583728.html；腾讯教育网：http://edu.qq.com/a/20101117/

000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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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据共 239 个，是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四、研究设计、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由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是长时间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状态，它发

生在企业技术创新之前，所以本文的研究不需要对内生性问题有太多顾虑。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我们验证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是否影响了技术

创新投入，据此简单判断地区高学历追逐是否具有推动专业人才产生的能力。然后，我们检验地

区高学历追逐热度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技术创新。最后，我们检验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如何影响

企业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专利申请强度）。

1.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我们借鉴 Brown 等（2013）的研究方法，建

立以下回归模型检验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RDi, j,t = α+γ1KY j,t−1+γ2CFi, j,t−1+γ3 lnSalesi, j,t−1+γ4ROAi, j,t−1+εt （1）

其中，下标 i 代表公司，j 代表省份，t 和 t-1 代表时间。RD 是企业的 R&D 投入强度，为保证研究稳

健性，它由 R&D 支出与总资产比值的对数 RDA 和 R&D 支出与营业收入比值的对数 RDS 分别度

量（聂辉华等，2008；Brown 等，2013）。一般而言，R&D 投入强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活跃。

KY 是省级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控制变量 CF 是公司的现金流，采用 CF 作为控制变量

是因为现金流是 R&D 支出的重要来源（Bhagat 和 Welch，1995；解维敏等，2009；Brown 等，2013）。

lnSales 是公司营业收入的对数，用此表示企业规模（聂辉华等，2008；Brown 等，2013；许昊等，

2015）。ROA 是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度量企业的经营绩效（许昊等，2015）。根据理论分析，我们提

出研究假设如下：①

研究假设 1：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即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能够促

进技术创新投入。

2.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路径。如前所述，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既可

以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投入，也可以通过政府的支持效应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因

此，在这一部分实证中，我们在回归模型（1）中加入一个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强度与政府扶持（政

企纽带）的交叉项，对这两种路径进行甄别。于是，相应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RDi, j,t = α+γ1PS j,t−1+γ2CFi, j,t−1+γ3 lnSalesi, j,t−1+γ4ROAi, j,t−1+εt （2）

RDi, j,t =α+γ1KY j,t−1+γ2PS i, j,t−1+γ3KY j,t−1×PS i, j,t−1+γ4CFi, j,t−1

+γ5 lnSalesi, j,t−1+γ6ROAi, j,t−1+εt

（3）

KY ×PS

PS i jt−1

在式（3）中，交叉项 的系数 γ3，可以揭示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是否通过其与政企纽带

效应的结合来影响技术创新投入的强度。在式（2）和式（3）中， 是 t−1 年企业 i 的政府扶持程

度，其他变量和式（1）是一致的。在理论分析中，由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可

能存在两条路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其与政府扶持作用结合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因此，我们提

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研究假设 2a：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而地区高学历追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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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我们没有考虑其他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本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只是想证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地区技

术创新的作用及其途径。当然，其他地区 “高学历追逐热度”也会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作用，但只要其他地区的“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本地区

的“高学历追逐热度”的影响远小于本地区自生的“高学历追逐热度”，这就不会过多地妨碍我们论证本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的作用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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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政企纽带的交叉项和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不相关或显著负相关。

研究假设 2b：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不相关或显著负相关，而地区高学

历追逐热度与政企纽带的交叉项和企业创新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

3.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专利申请强度）的影响路径识别。最后，

我们需要分析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生产效率，以及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通过政府扶持对生产

效率的影响，从而甄别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途径。我们用全要素生产率（TFP）

度量生产效率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TFPi, j,t = α+γ1KY j,t−1+γ2TALi, j,t−1+γ3Tobini, j,t−1+γ4TLi, j,t−1+εt （4）

TFPi, j,t = α+γ1PS j,t−1+γ2TALi, j,t−1+γ3Tobini, j,t−1+γ4TLi, j,t−1+εt （5）

TFPi, j,t =α+γ1KY j,t−1+γ2PS i, j,t−1+γ3KY j,t−1×PS i, j,t−1+γ4TALi, j,t−1

+γ5Tobini, j,t−1+γ6TLi, j,t−1+εt

（6）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用企业专利申请强度 IE（申请专利总数与

总资产的比值）替代 TFP 来度量生产效率（相对于 TFP，IE 度量的生产效率与技术创新效率关系

更为紧密），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IEi, j,t = α+γ1KY j,t−1+γ2TALi, j,t−1+γ3Tobini, j,t−1+γ4TLi, j,t−1+εt （7）
IEi, j,t = α+γ1PS j,t−1+γ2TALi, j,t−1+γ3Tobini, j,t−1+γ4TLi, j,t−1+εt （8）

IEi, j,t =α+γ1KY j,t−1+γ2PS i, j,t−1+γ3KY j,t−1×PS i, j,t−1+γ4T ALi, j,t−1

+γ5Tobini, j,t−1+γ6TLi, j,t−1+εt

（9）

KY ×PS

其中，下标 i 代表公司，j 代表省份，t 和 t−1 代表时间。TFP 是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IE 为年度企

业的专利申请强度，均代表生产效率。KY 是各省份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PS 是企业的政府扶

持程度，交叉项 的系数表示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政府扶持结合起来对生产效率的影

响。控制变量中，TAL 是企业总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公司人均资产水平会影响技术创新效率

（Almeida 等，2013）；Tobin 是公司的托宾 Q 值，R&D 支出是公司投资策略的一部分，并且要比投

资支出风险更大，而托宾 Q 会影响公司的研发支出（Bhagat 和 Welch，1995）；TL 是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因为公司的资本结构会影响 R&D 支出和专利活动（Bhagat 和 Welch，1995；Aghion 等，

2004）。根据两种可能的影响路径，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研究假设 3a：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生产效率（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地区高学历追逐

热度与政府扶持的交叉项和企业生产效率（创新效率）不相关或显著负相关。

研究假设 3b：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生产效率（创新效率）不相关或显著负相关，而地区高

学历追逐热度与政府扶持的交叉项和生产效率（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

为了区分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各省份、各行业及和时间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我

们在式（1）−式（9）模型的回归中都加入了省份、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虚拟变量。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变量及其说明。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1）R&D 投入强度（RD）。企业 R&D 投入强

度有两种刻画方法：R&D 支出与总资产的比值的对数（RDA），以及 R&D 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的对数（RDS）。其中 R&D 支出，我们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表中“开发支出”科目期末数减去期初数。

（2）政府扶持（PS）。根据 Fan 等（2007）、Luo 和 Ying（2014）的设计方法，我们对企业高管中（董事

会、监事会、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有政府背景的人员进行赋分并加总。政府职位由高到低分为七

级，分别赋于 7−1 分。为了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有一个合理的区分度，对国有企业再额外加

上 40 分。之所以加上 40 分，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的政府扶持平均得分为 35 分，加上 40 分可以保

证绝大部分国企的政府扶持程度高于非国企。我们也尝试把这个加分改为 20、25、30、35、45 或

丁    重、邓可斌：高学历追逐会推动技术创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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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分，但研究结果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考察了使用国有或非国

有虚拟变量代理政府扶持变量的测度指标后的结果。（3）生产效率指标（TFP）。用 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表示，根据 Olley 和 Pakes（1996）的方法计算。（4）生产效率指标（IE）。用企业

申请专利总数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①（5）企业性质（IO）。

企业性质用最终控制人性质的虚拟变量表示。国有为 1，非国有为 0。（6）企业规模（Size）。用公

司总资产的对数表示。（7）经济开放度（Trade）。用各省各年的进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表

示。其中，进出口总额使用的是经营单位所在地的进出口总额。由于进出口总额使用的单位是

美元，因此我们结合各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将进出口总额换算为人民币表示。计算所需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参见杨少文和熊启泉（2014）以及胡智和刘志雄（2005）的做法。（8）资产

收益率（ROA）。用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9）托宾 Q 值（Tobin）。用企业资产市值与重

置成本比值表示。（10）现金流量（CF）。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11）营业收入（lnSales）。用营业收入的对数表示。（12）总资产负债率（TL）。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

产比值表示。（13）总资产与员工人数比（TAL）。用企业总资产与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表示。（14）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KY）。用每个省份每年报考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与该

地区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各省份每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是通过百度搜索手工收

集得到。各省份每年大专以上人口数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2.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及中国

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样本期为 2005−2012 年。由于 R&D 投入强度数据在 2007 年之后才在上

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因此当模型中引入 R&D 投入强度变量时，样本期变为 2007−2012 年。

并且，很多上市公司并未如期披露 R&D 投入数据，因此当模型中引入 R&D 投入强度变量时，样

本数会有较大程度的减少。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

首先，我们检验研究假设 1。我们将样本按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均值分为三组，最弱的

11 个省份定义为高学历追逐热度低的地区，最强的 10 个省份定义为高学历追逐热度高的地区，

然后从表 1 观察各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均值。可见，随着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的提升，技术创

新投入强度 RDS 有明显提升。这和研究假设 1 是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研究假设 1。表 2 中的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我们采

用 RDA 还是 RDS 度量 R&D 投入强度，无论在回归模型中我们是否控制时间、省份和行业固定效

应，KY 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和 R&D 投入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也

即该地区的高学历追逐热度越强，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越多。这就证明了研究假设 1。

表 1    描述性统计：按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强度分组

技术创新投入强度 RDS

公司数量 均值

高学历追逐热度低的地区 514 15.453

高学历追逐热度中等的地区 569 15.665

高学历追逐热度高的地区 414 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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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路径识别

KY ×PS

KY ×PS

然后，我们对研究假设 2a 和研究假设 2b 进行检验，以识别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技术创新

投入的影响路径。表 3 的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我们采用 RDA 还是 RDS 度量 R&D 投入强度，无论

在回归模型中是否控制时间、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交叉项 系数都显著为正，PS 系数仍

显著为负；同时，KY 的系数不再显著。这说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政府扶持的结合，是推动创

新投入的主要力量。换言之，政府扶持能够强化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于是，表 3 的实证结果就支持了研究假设 2b，而拒绝了研究假设 2a。这说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

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来实现。其中，交叉项 的系数显著，而 KY 的系

数不显著，也巧合地帮助我们减弱了实证中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在技术创新强的地区，人们可能

更渴望成为技术人才，从而有可能推动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强度的提升，但这种推动作用是直

接作用，不会与政府扶持产生关系。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对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的反向影响不会

借助政府扶持来实现。

（三）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识别

KY ×PS

KY ×PS KY ×PS

本文的第三个重要检验是对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的生产效率影响路径进行识别，从而对竞

争 性 的 研 究 假 设 3a 和 研 究 假 设 3b 进 行 判 断 。 表 4 中 列 （ 1）−列 （ 2） 的 结 果 显 示 ， 当 交 叉 项

不进入模型时，变量 KY 的系数不显著，而 PS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政府扶持对生产

效率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来说更加明显。表 4 中列（3）的结果显示，当交叉

项 进入模型时，PS 的系数不再显著，而 KY 的系数变成显著为负，同时 的系数显

表 2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RDA 被解释变量：RDS

（1） （2） （3） （4）

KY 0.474**（2.19） 0.265***（3.33） 0.369*（1.72） 0.221***（2.70）

CF 0.303（0.42） −0.220（−0.30） −0.252（−0.35） −0.811（−1.06）

lnSales −0.342**（−9.30） −0.378***（−10.18） −0.560***（−14.66） −0.604***（−15.19）

ROA 2.437**（2.42） 3.021***（3.01） 2.821***（2.88） 3.594***（3.70）

时间、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187 0.109 0.300 0.217

样本数 1 359 1 359 1 359 1 359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表 3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路径识别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RDA 被解释变量：RDS

（1） （2） （3） （4）

KY 0.330（0.97） 0.048（0.30） 0.401（1.23） −0.013（−0.08）

PS −0.021***（−2.68） −0.027***（−3.72） −0.019**（−2.41） −0.027***（−3.71）

KY×PS 0.010**（2.01） 0.014***（3.04） 0.009*（1.70） 0.015***（3.17）

CF 1.202（1.25） 0.760（0.82） 0.266（0.28） −0.030（−0.03）

lnSales −0.259***（−5.15） −0.299***（−6.39） −0.446***（−8.53） −0.495***（−9.91）

ROA 1.785（1.45） 1.167（1.00） 2.167*（1.80） 1.777（1.57）

时间、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205 0.106 0.288 0.184

样本数 835 835 835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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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正。因此，这再次说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只有和政府扶持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发挥对生产

效率的推动作用；如果离开了政府扶持，高学历追逐热度提升对于地区生产效率并没有促进作

用。因此，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3b，而拒绝了研究假设 3a。也就是说，地区高学历追

逐热度不能直接推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需要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结合，才能对生产效率产

生正向的显著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所限，所有稳健性

结果均没有汇报详细结果，只在此简单说明。

1.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的指标更换。为了避免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测算对实证结果带

来的影响，我们按照每个省份的高学历追逐热度均值的大小将 31 个省份分成两组，用 KY01 虚拟

变量进行识别：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强的组为 1，弱组为 0。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强的那组一共

包含 15 个省份，弱组共包含 16 个省份。然后重新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基本上与表 2−表 4

的结果是一致的，从而验证了本文指标选择和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 双盲试验（Placebo Test）。由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和地区文化紧密相关，我们对地区高

学历追逐热度的指标测度可能会“偶然”地受到某些地区文化或地区特征的干扰，从而出现“虚

假”的回归结果。换句话说，可能每个地区都有一部分特质与技术创新投入发生作用，使得无论

用哪些地区来代表“高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地区，都会和技术创新投入产生前面回归中的结

果。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双盲试验。具体做法是：对于进入样本的 31 个省

份，在 0−1 之间随机地产生 31 个数，随机数排名在前 15 名则赋值为 1，认为其是地区高学历追

逐热度高的地区，排名在后 16 名的则赋值为 0，认为其是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低的地区。我们用

虚拟变量 KY02 来代表这一“随机”产生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变量。然后重复以上回归，结果

与上文的实证结果一致。这进一步说明，我们采用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测度是有效的，回

归结果确实反映了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与创新投入、政府扶持间的关系，而并不是“偶然”得

到的。①

3. 更换生产效率指标。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使用另一个生产效率指标

IE（创新效率，用申请专利总数与总资产的比值度量）替换生产效率来分析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

表 4    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路径识别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TFP

（1） （2） （3）

KY −0.009（−0.23） −0.129***（−2.84）

PS 0.006***（11.82） 0.002（1.50）

KY×PS 0.003***（4.66）

TAL 0.234***（22.55） 0.231***（22.49） 0.233***（22.74）

Tobin 0.0004（0.18） 0.001（0.49） 0.001（0.42）

TL 1.443***（24.40） 1.366***（23.05） 1.368***（23.15）

时间、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295 0.310 0.312

样本数 7 371 7 371 7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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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重复了 10 次“双盲”试验，结果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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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由于创新效率 IE 的值处于 0 和 1 之间，因此当使用 IE 作为因变量时，

我们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①回归结果与前面表 4 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此处的证据

再次说明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只有和政府扶持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发挥其对创新效率的推动

作用。

4. 更换政府扶持指标。为了减少因政府扶持变量选择带来的质疑，我们选择用企业性质变

量 IO（国有和非国有）替代政府扶持变量 PS。我们用企业性质 IO 作为政府扶持变量对假设 1、假

设 2 和假设 3 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与表 2−表 4 的结果是一致的。

5. 内生性的再次考察：引入“大米理论”工具变量。尽管上文反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并认

为内生性问题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分析结论，但常规的能消除内生性困扰的方法仍然是引入

工具变量。为“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这样一个具有文化维度的测度指标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工

具变量，使其只直接影响和关联“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测度指标，而不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指

标是非常困难的。所幸的是，近期 Talhelm 等（2014）提出的“大米理论”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较合适

的工具变量。他们的研究认为，大米种植比率较低，而小麦、玉米、豆类种植较高的地区更不依赖

团队合作，而更相信个人能力。这是因为大米种植过程中，需要合作建水渠灌溉。这样，大米种

植比率较低的地区就更多地强调个人贡献和能力，更注重培养个人的能力，而大米种植比率较

高的地区可能具有更多的合作和团队精神。

KY ×PS

虽然“大米理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还存在诸多争议（Ruan 等，2015），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

大米种植率所带来的地区文化特质差异，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引入我们的模型。这是

因为，“高学历追逐热度”高的地区，人们更重视提高学历，也就会更强调优秀个人的贡献，这与

Talhelm 等（2014）所述的大米种植比率低地区的“高层次个人贡献”文化特质有共通之处。也就

是说，“大米种植比率低”会直接提升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但不会直接影响技术创新（逻辑上

应该是通过地区文化特质来影响技术创新）。鉴于此，我们引入“大米种植比率低”地区虚拟变

量，作为“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变量的工具变量，重复表 2−表 4 的回归。具体做法是：选择

Talhelm 等（2014）研究中排名前 10 位的“大米种植率低”的省份（1996 年数据），令其为 1，其余为

0。以此变量作为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变量（KY）的工具变量，同时以此变量与 PS 的交乘项作为

的 工 具 变 量 ， 通 过 两 阶 段 最 小 二 乘 法 进 行 回 归 分 析 ， 结 果 与 之 前 的 结 果 仍 然 基 本

一致。

6. 删去北京、上海和西藏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如果一

个地区重点大学非常多，导致外地生源很多，而外地生源又不认同其本科学校所在地区的文化，

且这个地区考研的主要又是外地应届毕业生，那么我们的指标就不可靠了。不过，全国只有两个

地区可能满足上述条件，即北京和上海。于是，为稳妥起见，我们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删

去北京和上海的样本，重复所有实证过程。结果仍然与之前的相似。此外，由于西藏地区的文化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且其高学历追逐热度的值较其他省份变化较大，②因此我们还尝试删去西

藏地区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实证结果与之前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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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考量：一是用 IE 的对数值进行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二是使用三类专利申请指标（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因变量，然后进行回归，结果也没有本质上的变化。限于篇幅，这些结果没有汇报，留存

备索。

②西藏地区的高学历追逐热度的标准差值在各省份中最大，说明西藏地区的高学历追逐热度指标最不稳定。

•  27  •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的高学历追逐热度持续上升，这说明更多的人有强烈意愿成长为高学历人才。

那么，这种成长意愿是否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呢?关键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式

的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是否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二是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推动技术创新的路径

或者说向技术创新传导的组织体系是什么?

为此，我们尝试构建一个能够合理测度我国各省份高学历追逐热度的指标。在考虑内生性

影响、指标稳健性影响的基础上，根据基本理论逻辑，本文完成了地区高学历追逐与技术创新关

系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了以下两个事实：第一，地区高学历追逐对于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推动

作用。这说明考研并不只是为了追求职场升迁，而且具有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第二，高学历追

逐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需要在政府对相关地区企业有效支持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实现。地区高

学历追逐热度与政府支持的结合，还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进而推

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也就是说，尽管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本身能够促

进技术创新，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政府扶持同时进行。双盲试验（Placebo Test）、

更换地区高学历追逐热度变量指标及借鉴著名的“大米理论”引入工具变量方法的检验，都说明

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追求高学历的地区氛围，可以在政

府的有效引导下充分发挥其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通过给予企业一定的政府扶持，能够更好

地激发企业的高学历技术人才的创新热情，从而推动地区生产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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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ng Zhong1,  Deng Kebin2

(1. School of Accounting，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00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 China)

Summa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

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cently, the pursuit of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ntinues to heat up.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pplying for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exceeded 2 million in 2017.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people taking the civil-ser-

vice examination also continues to rise. These phenomena allow us to raise an issue: will the rise of the will-

ingness of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uitively, when more people have

a willingness to become high-level professionals, it means mo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 maybe means more people want to get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on.

However, we are more willing to see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

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positive. Thus, we investigate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llo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country or region can be attrib-

uted to two possible reasons. First, regional culture can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while professionals have no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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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tion or ability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 although professionals have the aspiration and
ability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s and innovation has been cut
off because of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a given society,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mechanism (Acemoglu, et al., 2005). As a mat-
ter of fact, the exis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s also centered on these two reasons (Zhang Yuyan and Gao Cheng,
2005; Pi Jiancai, 2006).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dilemma: the lack of data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clear-cut and coherent empirical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theories. We endeavor to identify the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due to either the lack of cultivation soil for the high-level innovative professionals, or the lack of effective or-
ganizational system, or both of them.
　　Based on a unique dataset of the number people applying for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each
year in each province of China which is collected by hand, this paper constructs two indexes robustly denoting
provincial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the effects of which on the innovation inpu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atent application intensity are empirically examined.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promotes th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
fication of the region is, the more inpu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econd,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employing govern-
ment supports into enterprises. To eliminate the impacts of other provincial-level traits on the rise of the will-
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and rule out the endogenous concerns, we further introduce the double-
blind placebo test and an instrumental tool on the basis of the famous "rice theory".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rigorously support the substantial role of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n firm’s innovations.
　　Our conclusions provid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government to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of en-
terprises. The regional atmospher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ca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
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 the effectiv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When a firm acquires gov-
ernment support, it can be more attractive to the high-degree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which correspondently
promotes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productivit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we collect the data of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f each year in each province manually, and design robust provincial indicators
proxying the willingness changes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 Second, we enrich the literatur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Besides striking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causal mechanism of the willingness
fo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ird, this paper also enriches the re-
search of educational economics and provides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rise of the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Key words:  willingness for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olitical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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